
第 25 卷第 5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5 No.5 
2019 年 9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Sep. 2019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9. 05. 015 

 

逆全球化危机中的移民认同与社会团结 
 

李秋祺，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上海，200237) 
 

摘要：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平均化处理，是造成欧洲 2015 年以来移民危机的

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探讨移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尝试将西方学界的社会团结理论分为两类——“整体性”理论

和“关系性”理论来探讨。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总结出欧洲移民政策的得失，并给中国的外籍人员管

理政策带来了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应当将政治认同因素纳入签证政策制定的考量；第二，应鼓励来华工作的外

籍人员保留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第三，把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做出一定贡献的外籍人员的意见和诉

求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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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末以来，随着运输和通讯的飞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西欧向世界各地迅速展开，并由此

带来这些地方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也使世界各国基

于文化、宗教、地域、族群而产生的认同差异逐渐缩

小。如韦伯所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是在新教伦理中产

生的。一旦资本主义体系成熟了，社会不同群体可以

由法理型权威团结起来，这个模式也可以推广到非新

教社会[1]。然而，随着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为选美国总统，人们意识

到，尽管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人口流动，促成全球范围

内大规模移民潮的形成，却没有消除人和人之间的认

同差异，反而使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2]。曾

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一改往日自己对全球化

的信心，“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   

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

这将标志着一个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    

时刻”[3]。 

近年来，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欧洲

移民危机的研究也不断增多，这些研究揭示了造成危

机的不同原因：在宏观层面上，移民危机是欧盟共同

体无法协调共同体利益和成员国各自利益的结果[4]，

对移民“福利权利向下”的政策更加重了成员国利益 

受损的现状[5]；在中观层面上，由于移民认同对本土

社会造成了负面冲击，德国从二战后的多元文化政策

转向了“主导文化政策”[6]；在微观层面上，移民对

欧洲本土技能劳工的就业威胁引发了民粹主义浪潮的

兴起[7]。这些研究既注意到了移民危机中的社会经济

因素，也看到了文化、认同的冲突带来的社会分裂。

但是从另一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只讨论了移民危机和

欧盟政策、成员国政策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关注移民

政策背后的理论根源；仅就欧洲移民危机谈欧洲的移

民政策，没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区在逆全球化危机中的

应对措施。为更深入地探讨欧洲移民危机的成因，笔

者试图在分析西方学界已有的社会团结理论的基础上

来看其移民政策的得失，并为逆全球化危机下中国外

籍人员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 

 

一、逆全球化危机下欧洲社会移民 
问题的反思 

 
2015 年上半年，中东地区由战争导致的难民问题

集中爆发出来。面对国内外社会的道德责难，德国总

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 (Angela Dorothea 

Merkel)承诺德国将在一年内接收 80 万难民，同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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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欧盟领导人也承诺实行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2015

年全年共有 240 万移民被欧盟国家接纳，成为欧洲历

史上移民流入最多的年份。该年度德国共接收了 150

万移民，比 2014 年(88 万)多了近一倍。仅次于德国的

英国和法国分别接收了 63 万和 36 万移民[8]。移民的

大规模涌入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原生面貌，激化了长期

存在的文化、宗教矛盾，由此认同差异问题再次成为

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西方学界需要反思并找出欧洲

国家的移民政策出问题的原因。 

首先，在政治领域，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将移民

看作是赢得选举的潜在票仓，从而主张无限制地吸收

新移民。在英国和威尔士的例子中，如果尚未获选举

权的 230 万移民参与 2015 年的英国大选，估计有 95

个议席将归工党所有，最终会改变大选结果[9]。学者

斯拉沃热·齐泽克(Žižek)批评道，左翼政党希望移民

能够填补无产阶级的空缺，激发左翼社会运动，这几

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移民数量的激增带来了无法

控制的社会冲突，其结果只能是反移民呼声的      

高涨[10]。 

其次，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共讨论中，吸引移民

被看作是解决欧洲老龄化问题的手段，而整合移民的

经济、时间成本却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人口学家倾

向认为，少量移民无助于改变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现状，

而足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移民数量也会改变社会的族

群结构，造成社会认同的分裂[11]。但是，在欧盟内部

经济发达、公民受教育程度高而生育意愿低的地区，

公众依然将移民看作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有效办法[12]。

在 2015 年大规模难民进入欧洲社会后，欧盟仅为其提

供了最基本的食物、医疗和住宿等资源，却在语言教

育、职业培训等方面少有投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

移民保持着移民前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这对欧

洲社会的团结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最后，宽松移民政策引起的社会危机，暴露了多

元文化主义和资本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霍尔指出，

多元文化主义以宽容不同地区的文化、价值、生活方

式为原则，却始终和非西方文化保持着距离，即“你

可以待在我周围，我同意不被你打扰”[13]。齐泽克尖

锐地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在本质上是为全球资本的理

性计算服务的。它不仅以“榨取却不介入”的“殖民

者”态度对待非西方社会，甚至将西方社会自身也变

成了一个经济剥削的对象[14]。这种资本的理性计算只

考虑全球产业利润的最大化，并试图阻止那些无法被

合理化的价值介入社会规范。 

以上总结的三方面原因皆指向了现代化理论中以

技术性态度对待移民的弊端。在制定移民政策的时候，

欧洲国家假设移民的认同差异会自然而然地被西方理

性化生活方式所瓦解。移民被当作没有认同的个体，

以原子化的方式进入到选情、人口老龄化、税收、劳

动力等技术化的讨论中。由种族、宗教歧视等引起的

社会冲突逐年上升，危害欧洲经济体系所依赖的社会

稳定。可以看出，在 2015 年以来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

下，移民的认同不仅没有被理性化的生活方式所消解，

反而威胁到了国际共同体长久以来形成的全球化   

基础。 

 

二、两种社会团结理论体系及其 
比较分析 

 

(一) “整体性”理论：消解移民认同的社会团结 

如西方学界所反思的，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

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做平均化处理，是造成

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克服逆全球化危机的

挑战，需要从认同视角分析移民群体，同时从社会团

结的角度来对待移民的认同。为了进一步讨论移民认

同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将西方学界的社会团结理

论分为两类——“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 

“整体性”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团结应当建

立在移民认同的消解上。换句话说，通过各种政治、

经济、伦理上的治理方式，现代社会有可能将具有不

同价值认同的社会群体整合在一起，恢复其同质性。 

1. 涂尔干：社会分工的整合功能 

作为最早系统提出“整体性”理论的社会学家，

涂尔干试图从社会团结角度来解释十九世纪末期欧洲

社会产生的一系列“失范”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

是社会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过渡的产物。随着经

济功能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

的流动人口，他们的认同和行为模式展现出多元化的

样态，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道德规范的缺失[15](17)。 

涂尔干认为，应对社会“失范”的关键是将社会

团结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即社会分工的充分发展。

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这种有机团结形式的特征，涂尔干

借用了生理学的视角，将整个社会比作是一个独立的

动物体。动物体内各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完全不同，

但是它们必须依赖大脑和神经系统才能工作。以此类

推，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工及其各司其职，离不开国家

的管控和执法部门的监督[16]。进入分工体系的个人获

得了空前的自由，人们不再通过文化、宗教、氏族等

的传统认同相互关联，而是依靠社会分工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一起。 

那么，涂尔干的“整体性”理论是否可以解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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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认同问题引起的社会危机呢？社会分工理论的第

一个前提在于，所有人或大部分人都能够被纳入分工

体系、各司其职；二是围绕社会分工体系，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权责体系，使基于宗教、族群的认同不再具

有整合社会成员的功能[15](363)。然而，在逆全球化危机

的背景之下，这两个前提都难以发挥其功能。首先，

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跨国公司将产业分工分散在世界的

不同地区，以此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这种做法

使欧洲社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

的承受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国际社会矛盾不再是殖

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掠夺，而是变成了全球资本同

全球社会的对抗[17]。例如，2017 年，希腊的失业率已

经高达 21.1%[18]。其次，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引发了欧

洲本土居民对福利系统的担忧，原来平衡的权责体系

被破坏，基于文化、宗教、族群的认同又重新成为人

们和社会相联系的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涂尔干的

“整体性”理论难以解决逆全球化危机下的社会分裂

问题。 

2. “创造一个更大的认同”：罗蒂的社会团结义

务论 

另一个典型的“整体性”理论来自实用主义理论

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涂尔干试图通过客观

的分工体系恢复社会的同质性，而罗蒂则希望建构一

种同化认同差异的主观性理论。罗蒂所关心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都有相互团结的社会义务？从二十世纪

60 年代开始，美国的平权运动席卷全国，平等对待不

同信仰、性别、种族群体的呼声对社会生活和政治体

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潜藏着分裂和冲突。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罗蒂批判了传统的社会团结理

论，试图为社会团结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罗蒂反对康德从道德实在论推出团结义

务的做法。在康德意义上，一个人对他人具有义务感，

不是因为他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信仰、国籍或种族，

而是因为他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罗蒂提出，康

德为了论证团结义务的绝对意义，将“理性”概念和

同情、怜悯等道德直觉对立起来，实际上忽视了人们

在生活经验中习得的团结意识[19](274)。另一方面，《世

界人权宣言》中“人类”的提法虽然不再有“理性”

等任何道德实在论的概念[20]，但是“人类”概念过于

宽泛，同样不能作为团结义务的有效来源。在他看来，

所有真实有效的政治义务都来自一致性的认同，即将

他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这种一致性的认同是在历史

的偶然性中形成的，比如“希腊人”“瑞典人”[21]。

解决社会排他性的关键就在于创造一个更大的认同。

这就是说，国家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一种社会氛围，使

人们逐渐将不同文化、信仰、族群的群体看成是“我

们”的一部分。 

罗蒂承认自己的社会团结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不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具有包容性，或是鼓励

具有不同认同的群体加入共同体[19](280)。2015 年以来

的逆全球化危机有其特殊的历史、社会诱因，即欧洲

和美国吸收了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信仰、族群的

移民，前往美国的移民大多数来自拉美、亚洲地区，

欧洲则吸纳了上百万的中东移民[22]。相比之下，罗蒂

提出的“整体性”理论所针对的是美国 60—90 年代的

欧洲移民潮，那个时期移民群体并未对美国本土社会

形成根本性的认同冲击。但是，当认同差异造成的社

会分裂已经出现，加上经济凋敝、就业萎缩，不同社

会群体需要抢夺的社会资源，罗蒂的“整体性”理论

就失效了。 

(二) “关系性”理论：以认同差异为基础的社会

团结 

在 2015 年以来的逆全球化危机中，面对大规模具

有不同文化、信仰、族群背景的移民潮，欧洲和北美

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各种认同并存的异质

性社会。它们难以通过“整体性”理论来整合移民认

同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的同质性。由此可进一步追问，

是否社会团结一定要建立在移民认同的消解上面？是

否存在另一种社会团结的形式，它不以同化他者为目

标，而是建立在承认和允许差异上面？由这些问题出

发，以哈贝马斯和泰勒的社会团结理论为例，探讨 “关

系性”理论的可能性。 

1.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导向的团结 

哈贝马斯指出，真正的社会团结具有两个前提条

件:一是世界观的去中心化，二是个体之间的动态共

识。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经济体系的复杂化，

个体从封闭的环境中脱离出来，需要独立地做出决策，

并且对决策的后果进行理性分析[23]。在这个过程中，

由法律、制度组成的客观世界和个体的主观世界逐渐

分化。哈贝马斯认为，以世界观的去中心化为基础，

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建立起长久的团结形式。因为，在

人和人之间、不同群体间达成共识之前，人们需要明

确自己的主观立场是什么，他人的主观立场是什么以

及客观世界的要求是什么。在不同立场的区分之中，

个体掌握了一种解释自身行为的方法，使他人能够理

解自己行为。在共识达成以后，个体可以比较新共识

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冲突，并进一步反思共识的有

效性或逐渐修正客观世界的要求[24]。 

从哈贝马斯提出的这两个社会团结前提出发，可

以看到他的“关系性”理论具有两个关键特征：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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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之间需要在不断地“交往行为”中达成一系列的

共识，这些共识使不同群体能够在社会规范上达成一

致。其次，由制度和法律组成的客观世界应当是允许

批判和修正的。这种批判不是基于个体的、任意的、

私利的意见，而是建立在“交往行为”的共识之上。

在制度和法律的修正中，不同群体共享的社会正义目

标就和客观世界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而客观世

界的合理化又反过来巩固了社会团结。 

在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下，大规模移民使欧洲和

北美社会的认同多元化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现实。“整

体性”理论主张，国家应通过消解认同差异来恢复社

会的同质性，这种方式不仅在短时间内无法整合大规

模的移民，还有可能引起移民的抵触情绪。对于这个

困境，哈贝马斯的“关系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社

会团结形式，它使各个社会群体能够在保持自身特殊

认同的同时，共同参与到社会规范的建构中来。若要

解决逆全球化的危机，就需要将移民的意见和诉求纳

入制度—法律层面的修正中。如果只是单方面改变移

民自身的认同或生活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将他们整合

到社会里[25]。 

2. 泰勒：认同、相互承认和社会团结 

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看来，以往的社

会团结理论未能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个体对认同的

需求[26](35−48)。认同需求被满足的关键就在于认识“自

我”与“他者”的差异。个体需要意识到，自己和别

人具有不同的认同，并且这个特殊的认同不会被其他

群体所压制或同化。一个容纳所有人的认同形式取消

了“他者”的维度，进而每个人的认同需求都无法得

到满足。 

泰勒认为，对认同的需要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变得特别重

要。私人层面的关系是个体认同形成的重要途径，在

与亲密之人的对话中，一个人最初的自我认同得以形

成，这个认同为他参与公共对话提供了基本的立    

场[26](56)。在公共层面，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决定

了他们能否组成一个团结的社会。在泰勒看来，仅仅

提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身认同的权利，并不能促成不

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反而使西方社会的平等观念

流于表面的“政治正确”之上。在不同文化、宗教、

族群之间，一种真正的平等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某些共

性压倒了差异。当他们能够成为理性对话者、历史记

忆者和社会危机的解决者，并且这些身份在政治生活

中的重要性大于文化、宗教、族群所产生的差异时，

不同群体才能相互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从而组成一

个团结的社会[26](59−61)。 

由此，泰勒提出了一种比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更为激进的“关系性”理论。不同

认同群体的对话不能只是停留在“商谈”层面，它需

要转变为一种参与式的政治行动。在共同行动的基础

上，不同群体承认对方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

取代的地位，由此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社会团结。在

泰勒看来，促进移民的融入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为了

避免社会分裂，欧洲国家需要考虑如何让不同的群体

共同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如泰勒所指出的，共同参

与的政治行动建构了一种新的认同，如果它的重要性

超过了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认同差异，社会就将从

分裂的状态转向团结。 

 

三、从理论到政策导向：欧洲社会 
如何对待移民认同 

 

以涂尔干和罗蒂的社会团结理论为例，可以看到

在逆全球化危机的背景下，“整体性”理论并不能有效

地解决社会分裂的难题。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带

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欧盟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将移

民群体与当地居民整合在一起，也无法实现“整体性”

理论所要求的同质性社会。面对“整体性”理论的失

效，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关系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

的社会团结视角。它以承认认同差异为基础，尝试建

构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关系性”理论能够顺应

全球化进程，有效地协调认同差异和社会团结之间的

矛盾。基于“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的比较，

可以进一步总结欧洲移民政策的得失，并设想一种有

利于社会团结的移民政策。 

(一) 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 

统一的政治认同是国家承认移民合法身份的底

线。不管是“整体性”理论还是“关系性”理论，其

目标都是维护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它们的差异仅仅

在于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同。例如，哈贝马斯强调移民

自身的价值认同不能改变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别是这

种政治文化根植的法律传统。这就是说，移民若想获

得合法身份，就必须接受移入国家政治文化的      

归化[27]。 

以美国和法国的比较为例，分析统一政治认同的

重要意义。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不同文化、信

仰、族群移民的开放态度是其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但是，美国在接收移民的问题上同时执行两套标准：

一是考察移民的“自然身份”，即他是否出生在美国、

和现有美国公民的关系；二是检测移民对美国政治架

构、法律传统的认同程度，涉及移民法中一系列考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25 卷第 5 期 

 

122

 

移民是否熟悉英语、美国政治、美国历史等技术性步

骤[27]。这两套标准使美国的多元文化群体以统一的政

治认同为核心凝聚在一起，避免形成分裂社会的力量。

与此相对，法国在移民政策上忽视了政治文化认同的

作用，将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完全归入私人领域，

并认为这些因素不应当成为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障

碍。于是，穆斯林移民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容

易获得合法身份。问题是，伴随着就业率变低、社会

治安变差、福利减少、文化排斥等压力，穆斯林移民

群体中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这种处境强化了他们对

跨国家的文化、信仰认同，削弱了他们对国家政治文

化的认同和归属感[28]。 

(二) 包容多样性 

对于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需要充分尊重其

原生文化、族群、信仰的多样性，并承认不同认同群

体的平等地位。在逆全球化危机中，“整体性”理论之

所以无法有效地塑造社会团结，就是因为移民自身的

认同难以被消解，甚至是被强化和加固了。随着移民

进入一个陌生社会，他们的自身认同和产生这些认同

的社会环境相剥离，由此产生了“我是谁？”的身份

疑惑。同时，移民大规模涌入带来的多元文化现实，

也引起了本土居民的身份认同危机。 

比如，为了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一部分德国政治

家、学者提出了“主导文化”概念，试图用德国政治、

文化、宗教传统来对移民进行全面的同化[29]。从动机

上来看，“主导文化”是德国本土居民面对外来文化，

尝试维护自身认同的一种努力。维护自身认同本身是

一个正当的诉求，但是在“整体性”理论的框架下，

这种努力进一步激化了移民的反抗情绪。与此同时，

德国社会也在探索一种“关系性”的文化融合政策。

例如，德国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后，为移民子女制定

了特殊化的教育政策，允许他们在学校学习母国语言、

历史，也鼓励德国本土学生学习非西方文化课程。另

外，德国政府也十分注重保护移民自身的文化、宗教

传统，允许非西方文化在艺术、媒体等公共领域自由

传播[30]。这些“关系性”导向的政策既满足了移民的

差异性认同，又对消除德国本土居民抵触外来文化的

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非典型的移民   

社会”。 

(三) 提倡互动式参与 

在包容多元认同的同时，也要鼓励移民参与到社

会的协商民主进程，将移民的诉求纳入国家政策法规

建设中。哈贝马斯认为，在大规模的移民进入一个国

家后，必定会改变该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其

结果是造成新的社会结构和滞后法律制度之间的不匹

配。法律制度层面的合理化，要以社会不同群体之间

的“交往行为”作为前提，并以他们之间的共识作为

修正的方向。 

2015 年以来的欧洲移民危机恰恰暴露出哈贝马

斯和泰勒设想的“关系性”理论的缺位。例如，2015

年 9 月 3 日，欧洲各大媒体报道了小难民“艾兰”遇

难的照片，媒体主流话语不约而同地将欧洲称为“救

助者”，将难民称为“受害者”。该年的 11 月 13 日巴

黎爆发暴恐事件，媒体迅速将这一舆论核心从“人道

主义”转向了“国家安全”——难民变为“安全的威

胁者”，而欧洲则变成了安全问题的“受害者”。不管

是“人道主义”话语还是“国家安全”话语，都是欧

洲媒体在移民自身话语缺失的情况下建构的，其本质

是通过将难民以及更广多的移民“他者化”，来完成欧

洲人自身认同的统一性[31]。尽管没有可靠的社会调查

数据表明难民或移民应当对欧洲社会的安全问题负

责，媒体的“国家安全”话语依旧影响了欧洲国家的

移民政策，比如关闭边境、控制移民数量、严格审查

移民身份等。为了缓解 2015 年以来的欧洲移民危机，

将移民的话语、诉求纳入媒体宣传、政策制定和法律

修改中，是促进不同群体相互融合以及重塑社会团结

的必经之路。在移民经过了政治文化认同的考察，并

能够证明自己将是移入国一名合格的公民以后，欧洲

国家需要逐步开放移民的政治参与权。如此，移民群

体才不会被社会视为单纯的“受害者”或“威胁者”，

而是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欧洲政治、经济目标的实  

践中。 

 

四、欧洲移民危机对中国外籍人员 
管理政策的启示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对新时代

的中国提出了“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来华务工和经商的外

籍人员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他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亟须总结和

吸收西方国家移民危机的教训，从而找到一种既能帮

助外籍人员适应中国社会，又能促进社会团结的政策

制定导向。 

第一，中国应当将政治认同因素纳入签证政策制

定的考量。在法国等欧洲国家中，部分移民曾长期受

到原生国家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教育，在他们踏入欧洲

大陆后，容易对欧洲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与之相似，

由于受到越南官方对中越边境争端的曲解宣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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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来华务工人员对中国社会存有抵触情绪，进而产

生了社会适应上的障碍[32](67)。因此，签证的审批不能

仅仅考虑外籍人员的技术、学历等能力指标，还要设

立技术性程序考察他们是否能够认同中国的政治文

化。比如，在外籍人员的签证申请中加入考察政治观

念的试题。也可以在外籍人员密集的城市开展中国政

治文化的相关培训，举办讲座和会议，让外籍人员从

熟悉中国政治、历史开始，进一步加深对中国政治文

化的认同。 

第二，对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可以参考“关系

性”理论，鼓励他们保持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

同。假如在各个行业中，外籍人员的认同差异并不会

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会对社会团结造成

威胁，国家就没有必要参照“整体性”理论的构想，

去消解移民的认同差异。比如，在广州，来自不同国

家的非洲人群体形成了不同的社团，这些社团通过高

度的认同形成了内聚力，其内部的互助形式则减轻了

广州管理外籍人员的困难[33](129−133)。因此，以“关系

性”理论为导向，中国可以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作

为底线，建构一种能够包容认同差异的外籍人员管理

政策。这种管理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异质性

社会，而不仅是对移民进行同化。 

第三，对于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做出一定贡献

的外籍人员，需要将他们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国家法律

制度层面的建设中。“关系性”理论强调，在多元认同

的社会中，社会团结的塑造取决于不同群体间的对话

和互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在中国从事

贸易、教育、服务等工作的外籍人员越来越多，需要

预防外籍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

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可以为杰出外籍人士设立奖项，

使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

面设立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能够形成真实对话的协商

机构，将他们的共识反映在具体外籍人员管理政策的

修改中。 

 

五、结语 

 

经过对欧洲移民政策的反思，西方学界发现将移

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平

均化处理，是造成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探

究移民认同问题的解决之道，尝试归纳了两种社会团

结理论——“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整体

性”理论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各种政治、经济、伦

理上的治理方法，将具有多元认同的群体整合在一起，

恢复社会的同质性；“关系性”理论则不以同化他者为

目标，在承认和允许差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团结。通

过比较可以发现，“关系性”理论能够比“整体性”理

论更有效地协调移民自身认同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

盾。以“关系性”理论为导向，一种有利于社会团结

的移民政策应包含三个关键因素：“统一的政治文化认

同”“包容多样性”以及“提倡互动式参与”。同时，

这种政策导向也在“准入”和“管理”两个层面给中

国的外籍人员管理政策带来启发。一方面，对外籍人

员的签证审批，不能仅仅考虑其技术、学历等能力指

标，还要设立技术性程序考察他们是否能够认同中国

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在外籍人员的管理上，鼓励

他们保留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并设立中国

公民和外籍人员能够形成真实对话的协商机构，从而

建立一个安全的异质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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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nti-gobalizatio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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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immigrants as atomic beings and averaging them in the making of social policies, has been the 

main reason that causes the immigrant crisis since 2015.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identity of immigrants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olidarity, the present thesis formulates two kinds of social solidarity theories: assimilation theory 

and interac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theorie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immigrants policies can 

be weighed 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in favor of social solidarity can be constructed. Meanwhile, Chinese policies of 

managing foreigners can also benefit from this orientation. Firstly, China should take political identity of immigrants as 

a standard in the visa policy. Secondly, immigra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keep their own identities. Thirdly, the 

appeal of those devoted immigran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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